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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视角看儒学：“内圣”缘何开不出“外王”？——论儒家伦理政治的学理缺陷及其对中国政治文明进

程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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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企图以道德自律型政治来治国平天下，忽视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必然强化专制。 

  政治的真正属性是“他律”。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清明，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是否合理，即是否有一套强制性的科

学的社会制约体系。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至今仍引以为自豪的道德“自律”悠久传统，惟独欠缺的就是对权力加以约

束的“他律”的根本途径。儒家的“内圣”政治实际上就是自律政治，这是一个与西方“他律”政治截然不同的治国

理念。它所企图矫治的是统治者的思想品德，而不是监督和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儒家忽视他律片面强调自律，久而

久之势必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过分强调自我修养而轻视外在制约；过分看重软约束而忽视硬约束；过分依赖领导者的

个人品德、能力、影响而忽视政治体制、制度的建设和变革；过分迷信道德上的诱导教化而疏于权力结构和监督制约

机制的构建。儒家对政治的研究就偏重于政治哲学、理想社会模式、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君臣君民关系

等治国方式方法的改进；其中对于政治哲学的探讨，也主要是围绕人文伦理来进行的，诸如天命与人事、性善与性

恶、义理与功利、本与末、体与用等等，而不注重政治制度的研究和变革，这是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在“内

圣——外王之道”的代表性著作《大学》的核心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竟无任何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的内容。这必然妨碍对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以“民本”为例，正如当代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所

言，“民本”只是古代贤者重视民众的一种“态度”，而“民主”则是科学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儒家只热衷于论

述“民惟邦本”、“爱民”、“利民”、“安民”的重大意义，而没有探索通过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如，他们

只是反复宣传“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尊重民意的理论，但通过何种制度防止统治者违

反和践踏民意呢？谁也没有提出比君主修德、臣下谏诤更为有效的制度性措施。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执政者若违

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而取而代

之的，不过是换了年号的又一个专制腐败王朝。它表明，不从制度上解决实际上的“君本”问题，人民这个政治主体

树立不起来，权力总是握在君相手中，政治总是由“肉食者谋之”，不仅“民本”变不成民主，而且连“民本”也只

会流于口号，不能成为制度化的现实，至多成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润滑剂”和“调节器”。再如，儒家思想的实践者

晏婴在2000多年前就曾提出“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10]这样一个

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倘能沿着这个思路前进，提出以民权制约君权的制度方面的设计，则开辟了通向民

主的道路，可是晏婴及后人谁都没有这样做。于是，封建君主手中的权力遂成为无限的、绝对的、随意性的权力，专

制乃成为必然。当然，外在的制度性他律并不排斥“政治人”的道德自律，相反需要它的支援和辅助。但实践证明，

脱离公众的监督，脱离体制、制度、法律的制约，没有一个从根本上消除专制和腐败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无论是空

谈心性、育德修行这种个人自律，或是苦口婆心地劝诫教化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群体自律，其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

法国19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早就说过：“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就连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等都认为：“要使手握权力的人作圣人，如牵骆驼通过针孔一

样”、“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由此而使中国政治本身，发生许多不能解决之问题。”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国家政治建设的主体是制度建设。在现代，所谓制度文明和制度建设，主要是民主

和法治。民主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能够防止政治出现最坏的结果；民主也不是万能的，然而要根治政治上的种

种不道德，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控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

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封建政府在体制和制度建设上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但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设不过是完善人治——专制体制

而不是摈弃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所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制衡体制，缺乏对于统治者进行有效监



督约束的社会机制，结果只能是专制的强化。而且越到封建社会后期，专制程度越变本加厉。正如梁启超在《中国专

制进化史》中所深刻总结的，两千年来中国“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进焉。”也如马庆钰先生在《告别西西弗斯》一

书中所说的，儒家的“道德律令不仅未成为权力的马勒，反而成为君父家长实施专制的工具。自律的政治无论其动机

有多美好，然而它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人治权力下人们摆脱不尽的灾难痛苦，真可谓之是以善始而以

恶终。” 

  ㈢ 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把 “内圣”的养成与外化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外王”的根本的、唯一的途径，

结果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事倍无功。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构建的是“内圣”与“外王”的直通模式，认为由人的理想人格可直接开出理想

的社会，“外王”不过是“内圣”的延衍。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不可行。 

  首先，按照儒家所推崇的修养方式，既难成内圣，又放弃了外王。他们过分强调以“内省”、“慎独”等脱离实

际的主观唯心主义方式进行修身养性，特别是宋明理学把育德修行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主张脱离实际，空谈心性，

克己灭欲。这就使得“外王”功夫被忽视和搁置了。如此下来，人如何能成内圣？更遑论外王。正如台湾韦政通先生

所言：这样的“成德功夫”“永无完成之日，儒者们一旦踏入这圈子，这牛角尖就够钻的了，转来转去，总在个体的

成德上兜圈子，久而久之，外王纯粹只剩下一层虚影。”  

  其次，“政治人”的内圣不能自然而然地外化为外王。多数儒家人物都把政治的优劣归结于执政者的德行，执政

者道德榜样的威力始终被视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所以提出的解决政治问题的路径都不出“内圣——外王”一途。以为

统治者如果带头修身，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天下自然太平；只要成为“内圣”，“外王”便水到渠成。孔子的“政

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是“以德为政”、“以德化政”的典型表述。这种“德化主义”不仅混淆了伦理与

政治的区别，而且是把“应然”当成了“实然”。历史上何曾有哪一个朝代是仅靠执政者人格的外化而造就出清明盛

世的？政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党、政府和政治家遵循政治文明规律，构建科学的政治实体，造

就良性政治制度和机制，善于运作国家机器，选择适宜的政治模式，合理地运用和规范政治权力，正确处理政治与经

济文化之间及政治领域内部的各种关系，促进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因此，认为内圣能自然而然地外化为外

王，至少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大至“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小至正人君子伯夷、叔齐、柳下惠，称贤称圣

尚可，治国平天下则谈不上；“独善其身”有余，“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则不足。士大夫是如此，政治家

也不例外。晏婴、诸葛亮、曾国藩等堪称传统政德的楷模，但却没有创造出“一天下、平四海”、“国运昌隆”的盛

世。这表明，道德上的“己立”未必能“立人”，“己达” 未必能“达人”，“子帅以正”则天下未必正，“内

功”不能自然转化为“外功”，“内圣”代替不了“外王”。反之，某些“外王”功业却是远非“内圣“之人所开创

的。如商鞅、秦始皇、管仲、刘邦、曹操等人，都是因道德缺陷至今仍多有争议的人物，而且有的还是有名的“暴

君”和“奸臣”，却或称霸诸侯，或一统天下，推动了历史前进。 

  对此，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深刻地指出：“‘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只要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之后，社

会问题就解决了。这其实是泛道德主义。……道德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

种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内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理想的社会管理系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

陷。” 

“内圣——外王”直通模式的理论误区和所导致的结果是道德至上、教化万能。而历史实践证明，它们从来就没有万

能过。将一切问题皆归于道德，又将一切希望寄托于道德，必然要以道德来论政和治国，这是开错了药方。君主和官

吏的专制腐败一方面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本质使然，一方面来自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这种制度给他们提供了

维护其利益的特权和专制腐化的方便条件，至于道德廉耻的丧失，不过是加速其腐化的一个从属因素而已。由此看

来，将内圣的外化作为治国不二法门的儒学，被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视为难以奏效的“迂阔”学问而四处碰壁，

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 


